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
——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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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小说是指汉唐这一时段的文言小说，它是汉唐社会、文化的产物和表现，其文类特征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而与宋元小说的面貌大不相同。近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以西律中，这造成古代小说概念和观念的混乱，并建构了一个不符合古代实际的小说史。古小说研究倡导一种还原和贴近历史的小说研究，希望遵从古人的小说概念和观念，重新建立符合古人小说观念和历史真实的古小说史和古代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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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有时可以看见“古小说”一词，但各家使用这一概念时的内涵并不一致。大略而言有两种用法，一种指唐代以前的小说，如鲁迅《古小说钩沉》，一种等同于古代小说，如黄霖《古小说论概观》、欧阳健《古小说研究论》。我认为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应该对“古小说”有一个界定，而且这一界定对于认识和研究古代小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拙著《汉唐小说观念论稿》对此曾有所论述
，这里拟作更全面的论述，并对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采用现代小说观念的问题作一些反思。
古小说的界限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划定一个时段，而这一时段又应涵盖哪些时代呢？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一时段中，哪些著作应该算作小说，也就是说，古小说应包括哪些作品？下面先从时间界限和范围界限两方面来论述。
一、古小说之时间界限
鲁迅在其《古小说钩沉·序》中提到他少时读“古说”的情形：“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伪敚，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
这里所谓的“古说”，其实就近于古小说，而《古小说钩沉》所收36部小说均为唐前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西京杂记》时也用过古小说一词：“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
由此看来，鲁迅所谓的古小说一般是指唐前小说。但鲁迅1924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座中，提到《太平广记》时说此书“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
，似乎其古小说一词又同时包含了唐代小说。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其书收录作品的时代不只是先唐，也包括唐五代，但此书原本并不以汉唐为古小说之界限，其凡例中明言宋以后“如有余力，当另为续编”。凡例又云：“古小说相对于近古的通俗小说而言，或称为子部小说，或称为笔记小说，内容非常繁杂。”又云：“古小说相对于白话小说，不仅时代较早，而且文体较古。”可见这里的古小说一词近于一般所说的文言小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程毅中用古体小说取代了古小说一词，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古体小说钞·宋元卷》，2001年出版明代卷。宋元卷前言说：“简略说来，古代小说也和诗歌一样，可以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系统。古体小说大体上相当于文言小说，近体小说大体上相当于白话小说。……古体小说则限于志怪、传奇及杂俎笔记，有人称之为旧小说。”又说：“宋代以后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齐头并进，长期并行不废。”此外，程毅中在其《宋元小说研究》引言中也表述过类似观点
。总体来看，程毅中所说的古小说或古体小说，主要是指传统文言小说，与宋元以后出现的通俗小说（主要是白话小说，也有少部份用文言写作的）相对应、相区别。中华书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古小说丛刊”，近年来重印和续出，改名为“古体小说丛刊”，这似乎是受到程毅中的影响。
此外学界使用“古小说”之名的，如李剑国、石昌渝用以指先唐小说
，王齐洲用以指文言小说
。李剑国对于所使用的古小说一词没有太多的说明。石昌渝则用古小说一词指唐代“小说发端”以前的小说形态，“它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只是“小说的孕育形态”、“今天小说的史前形态”
。王齐洲的古小说指用文言写成的“子部小说”，强调它和通俗小说的区别，接近于程毅中的古体小说。程毅中的古体小说之名和王齐洲的古小说之名，虽然强调了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两大系统之差异，但没有揭示出文言小说本身的变化。事实上，文言小说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程毅中在《宋元小说研究》引言中也说：“宋代以后小说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古体小说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也还有新的演进。”但他在此书中主要强调的变化仍是新兴通俗小说的出现，沿袭鲁迅称白话小说“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的观点，并认为宋代文言小说“走向衰微”。这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唐宋之间小说的变化，正如古代文史学界熟知的唐宋文化转型说、唐宋历史变革说一样，本应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但古代小说研究的学者对此却不够敏感，提到宋代文言小说，总是重复宋不如唐的老调，很少作细致的考察，而将研究重点投入到新兴通俗小说中去了。大体说来，宋代小说同时发生着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遍于文人阶层的笔记化，一是面向世俗的劝惩化。笔记这一形式出现于宋代，诗话其实是一种关于诗和诗人的笔记（小说），也出现于宋代。第一部笔记《宋景文公笔记》和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原本就以笔记和诗话命名，宋祁和欧阳修宣告了这两种著作体式的诞生，也为小说在宋代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同时，汉唐小说的精神和气质，也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笔记中得到继承
。宋人笔记和诗话中的文人雅趣和书卷气，既是宋代博雅文化的体现，也是汉唐小说中贵族气息的承袭。另一方面，宋代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化，不只产生了通俗小说的新样式，也促使传统文言小说发生劝善化和世俗化
，其具体的表现，如箴规小说演变为劝善小说
，而志怪小说也充斥着道德训诫，深刻反映出俗世的文化和信仰状态。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
这话放在宋代也同样适合：“小说亦如诗，至宋代而一变。”中国诗歌史研究者喜谈唐宋诗之别而鲜有抑扬，唐宋小说之转型，也应作如是观。
此处再说说比较常见的一个术语——晋唐小说。此名大概始于清乾隆中马俊良辑印《龙威秘书》，其中第四集名为“晋唐小说畅观”（1937年上海中央书局曾抽出这部份单独印行），马俊良叙亦云：“兹以晋唐小说之叙事津津、有始有终者汇为丁集。”鲁迅后来袭用此名
，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中谈及《太平广记》，说“视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晋唐小说所叙何者为多”
，第二十一篇又说《醒世恒言》“多取材晋唐小说”
，而第二十二篇标题就是“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其后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1933年）将中国小说按时代划分为周秦小说、晋唐小说、宋元小说、清小说、最近小说。刘麟生《中国文学泛论》（1934年）于第六章论小说，也分晋唐小说、宋元小说、明清小说三节讲述
。可见晋唐小说一词在当时比较流行。晋唐小说之立名，优点是揭示了这段时期小说的同一性和独特性，但遗漏和遮蔽了汉魏小说的存在，则为其缺陷。胡怀琛曾解释其小说史的段落划分，所谓的周秦小说是据《汉书·艺文志》十五家小说而言的，但实际上十五家小说除《青史子》、《宋子》外基本上都是汉代书籍
。他又说：“在周秦以后，接着就说晋唐小说。为什么丢了两汉不讲？因为现在流传的两汉人的作品，大概是后人假造的……现在题名是汉人的小说，大概是晋人的赝品。所以把两汉包括在晋唐以内。”
其所说的“题名是汉人小说”的，是指《汉武内传》、《飞燕外传》、《杂事秘辛》之类。但是汉代自然有小说存在，不仅最早的十五家小说大部份是汉代作品，邯郸淳《笑林》和陈寔《异闻记》也是汉代小说
。晋唐小说之“晋”字，意在强调干宝《搜神记》等，但这一名称不仅忽略了大量汉代小说，而且连极重要的曹丕《列异传》（对《搜神记》有重要影响）也无从安置。因此，我认为应该使用汉唐小说之名取代晋唐小说，并作为古小说的同义概念和词汇。汉唐小说之立名，同时还意味着古小说以《汉书·艺文志》十五家小说为开端
，不必在此之前寻找更早的文类小说，这也是此名的一个优长之处。
另外，学界中还偶有使用“中古小说”之名的，如王青、陈洪等
，这大约是借鉴了中古社会、中古文学（诗歌）、中古汉语这一类的术语，所指一般也是汉唐小说。从学界目前广为接受中古、近世之分这个角度来说，中古小说之名有其合理性。但是，中古小说与中古文学（诗歌）、中古汉语等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与中古文学相对应的有上古文学，与中古汉语相对应的有上古汉语，而小说中除了《宋子》等极个别的作品外，并不存在汉代以前的“上古小说”。因此我的意见是，可以用古小说取代中古小说之名，以避免术语和概念上的烦扰。
以上说明了古小说的时间界限以及建立古小说和汉唐小说概念的理由和必要性。下面论述古小说在内容和范围上的界限。
二、古小说之范围界限
要探讨古小说之范围界限，不得不面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和观念的问题，我在〈中国古代的两种小说概念〉一文和《汉唐小说观念论稿》中对此作了回答。简言之，一种是广义的小说，是一个普通词语，意指小道不经之说；一种是狭义的小说，是一个古代目录学术语，主要指古代书目中的文类小说。这里要补充的是，近百年来的古代小说研究存在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以今律古，以西律中。其结果是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更加混乱。在有些学者看来，这是用现代的、先进的学术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古代作品，并没有什么问题。殊不知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完全不同于西方和现代，这样研究的结果只能是离古代小说的真相愈来愈远。
以今律古，以西律中的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简单地说，就是采用一种西方的、现代的小说概念和观念
，从中国古籍中选择材料并研究之，衡量之，建构一个所谓的“中国小说史”，并据此研究具体的作品。这种研究思路的典型表达，如胡怀琛说：
我们要研究中国小说，是要拿我们自己眼光去看，什么是小说，什么不是小说。不管他经也好，史也好，子也好，集也好，只要我们认为是小说的，就拿他来当小说看。本来经史子集的名目，是没有理由的，虽然在习惯上一时不能取消，但是我们这里尽可不管。所以，我以为第一步就是要从经史子集中去找小说材料。第二步，再把晋唐以后的小说，和宋元以后的小说，清以来的小说，和那从经史子集中取来的材料，并在一起来研究。

而“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认为是小说”，又是指什么呢？最终还是用来自西方的小说概念。“从经史子集中去找小说材料”，则是无视中国古籍原书性质的挑挑拣拣。所以，人们可以从经史子集的一切文献中去寻找和发现“小说”。胡怀琛就从《礼记·檀弓》、《孟子》、《史记》、《庄子》以及李商隐和苏轼的传中找到了小说
。这就是百年来中国小说史研究惯常的思路和途径。
这种运用西方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挑拣材料并研究的方法，盛行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各种学术研究之中。让我们看看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开篇就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但这样的哲学史研究，自一开始就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包括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的陈寅恪和金岳霖。陈寅恪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岳霖区别“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皆是有为而发的。金岳霖还说：“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
一百年来的所谓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不也差不多就是“在中国的小说史”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从中国古文献中寻找和发现符合“哲学”标准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并以此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途径，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如葛兆光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被‘哲学史’描述，实在很成问题。”
所以他宁愿用“思想史”的名义来从事研究。方朝晖则更为激烈地批评说：
“中国哲学史”这一西方学科范畴的引进导致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所谓“哲学”的眼光来看儒家学说，而不再是用儒学自身的眼光来阅读儒家典籍。……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哲学”这个范畴时，忽视中学与西学内在理路上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另一个更加可怕的后果就是，今天，在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道统）遭到了全面的、毁灭性的打击以后，再要恢复它，难度之大势比登天。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到今天为止的几代人都在用西方“认识”的逻辑来阅读、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学术的产物，这场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普遍误读，同时无疑也构成了我们民族现代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

郭齐勇从人类观念可以互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可以通约和比较、哲学概念不能为西方所专有的角度，来肯定中国哲学的存在和这一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但他也说：“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和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反观中国小说史研究，虽然存在类似的问题，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反思的声音并不太多
。
中国小说史研究涉及的范围和问题固然没有中国哲学史、学术史那样宏大，但其中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研究。这是因为，与“哲学”一词来源于西方（经日本翻译）不同，“小说”是中国固有的词汇和概念。小说在古代本来就有概念不清以及小说观念具有时代性和个人性的问题，而西方观念的引入，则使得我们的认识变得更加混乱。举几个例子。如中国何时始有小说的问题，同样采取西方标准，却有先秦已有小说、唐代始有小说之不同观点。又如，《世说新语》历来都被认为是小说（几乎所有的古代目录书均将其著录于小说家中），现在却发生了疑惑，它到底算不算是小说
？普通人更倾向称之为野史。《酉阳杂俎》历来被认为是唐代小说的优秀之作，今人的评价则不太高
。这些问题的出现，均是因为今人的小说观不同于古代造成的。陈文新也说：“如果我们遵从西方老师的意见，就只能委屈我们民族文化生活中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若干文学样式和若干名著，如《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和《阅微草堂笔记》，将它们置于无足轻重的尴尬处境。”
学界近年来也零星地出现了一些反思，如刘勇强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史研究中“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的分析
，谭帆等则强调回归和还原古代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并说：“如果以人物、情节、环境、虚构等现代小说理当具备的文体要素来判别、清理古代小说史，将不可避免地遮蔽古代小说文体中不符合现代小说文体观念的规范、特征、传统。”
而王齐洲有一段论述尤其明白，特转录如下：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以现代小说观念和文体标准为准绳，去衡量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以确定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特征和品种。这种思路和方法的好处是坚持了小说概念的同一性和思维的逻辑性，也容易为现代人所理解。其缺点则是无法描述中国小说自身的发展演变，尤其不能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特征。按照现代小说观念把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定义为一种用来讲述虚构的故事的叙事性作品，至少不能反映先唐小说文体的发展实际，也不符合这一时段人们对于真实和虚构的理解，同时势必会将一批当时人以为是小说的作品排除在小说文体之外，失去了在“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真实解读古人思想的可能性，也放弃了以中华文化为本位构建中国小说文体学的努力。另一种思路和方法是以古人对于小说的理解和分类为根据，“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然后去批评其小说文体思想及其小说分类标准。这样做的好处是真正能够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从而厘清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以及各种小说品种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建立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的中国小说文体学体系。

王齐洲显然是主张后一种思路和方法的。
也有学者认为，古今小说概念不同，应该参酌用之，今人编撰的古代小说书目和工具书一般也用这样的方法来收录作品。这种调和论的办法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妥当，照顾到了汉唐这一时段大量的不符合现今小说标准的作品，但事实上在研究中最终还是以叙事、人物、虚构、创造等现代小说的要素和标准去看待和衡量它们。要知道，古今小说的概念、观念差异极大，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混合使用两个概念和范畴，在古代小说编目时也许还勉强可按古人书目的实际多收唐以前或宋以前的小说（所谓从宽的原则），以表示对传统的尊重，但在探寻小说演变规律以及具体研究和评价作品时则无法调和了。因此我认为，完全抛弃现代小说概念，回归古代小说概念，是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汉唐古小说研究的前提和路径。在明确了这一点后，古小说在内容和范围上的界限就比较容易确定了。简而言之，古小说的范围，应该以历代目录书中小说家或小说类的著录为主要依据，参考书籍（作品）的内容、体制、体式、风格等方面的因素，以及作者自述和他人（同时代甚至稍后时代）论述来划定。
当然，这样来划定古小说的范围，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同一部书在不同的目录书中归类可能不完全一样，如在《新唐志》中归为小说的志怪书，在《隋志》、《旧唐志》中归入史部杂传类（有“鬼神杂传”的名目）。对于这样的情况，要结合其他目录书和资料来看。仅从《隋志》和《旧唐志》来看，六朝至初唐的人似乎不以志怪书为小说，但《殷芸小说》以“小说”为名，其中就有不少志怪的内容，刘知几《史通》论“偏记小说”，也有“杂记”一类，包括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等。而且，志怪小说自《崇文总目》、《新唐志》以后一般都置于小说，因此，我们可以将志怪书归属于古小说并且作为一大类别
。轶事小说的情况更为复杂，某些书籍在很多目录中不一定置于小说中，需要结合其他因素来判定。如张询古《五代新说》，《崇文总目》、《新唐志》、《郡斋读书志》、《通志略》都归入杂史，仅《宋志》归入小说（别史重出），但此书采用世说体，应属小说
。王方庆《续世说新书》，《新唐志》归入杂家，但由书名可知其性质，当入小说。李肇《国史补》，《崇文总目》、《新唐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入杂史，《宋志》入传记，《四库全书》入小说，此书自序提到“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而其书为“续《传记》”之作，《传记》即《隋唐嘉话》，《新唐志》等入小说，宋人也名之为《小说》，故《国史补》亦应入小说。又如刘肃《大唐新语》，《崇文总目》、《新唐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入杂史，《宋志》入别史，《四库全书》入小说家，此书亦有仿《世说新语》之意，故应归于小说。
有人认为，古代书目中的小说太庞杂，有些应该剔除出去
。但我认为，应该尽量遵从古人的著录现实，去解释之而不是否认之。对于古代书目中认定的小说，如果我们接受古人的小说观，就会承认存在箴规小说、辨订小说的名目和事实——这是胡应麟划分的小说六类中的两个，但今人往往不认可它们是小说。我曾对唐代小说做过分类，一级分类是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轶事小说下的二级分类就有逸事、琐言、箴规、辨订
。这一分类对于唐前小说也是适合的，如《隋志》小说家中的《古今艺术》、《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旧唐志》小说家中的《释俗语》、《酒孝经》是辨订小说，《隋志》小说家中的《座右方》、《座右法》是箴规小说。这些书看起来杂乱无序，但经过细致辨别和思考，其实是可以找到它们在小说中恰当的地位的。
这里需要谈谈传奇的问题。传奇之被称作小说，大概始于胡应麟。经鲁迅发扬之后
，现在不但有传奇小说之名目，甚至成为唐代小说的代表和代称，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澄清纠正的事情。传奇之来源、性质，学界近年来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和传记关系极大
，其实质就是传记
。传奇在唐宋人那里一般称为传记和杂传记（一个古代目录学术语，非今人泛指的传记），它和小说一样都是一种著述形式，但是，前者一般置于书目的史部传记类（或杂传记类、杂传类），后者一般置于子部的小说家类（或小说类）。这一事实表明，古人并未将小说和传奇视作一类。程毅中也说：“宋初人把传奇体小说称作杂传记。《太平广记》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的杂传记类里收了《李娃传》等十四篇，都是唐人传奇的代表作，宋代人并不视之为小说。”
今人不但将内涵和外延并不明确的传奇称作小说，而且将其范围扩大化。实际上，向来为人们称道的那些传奇只是数量不多的一些单篇（卷）的传记作品，其他一些作品恐怕是不能冒用传奇之名的。如《高力士外传》、《杨妃外传》、《兰亭记》、《梁大同古铭记》等，显然和一般的传奇风格不同，是未经传奇化的传记。又如〈冯燕传〉、〈李赤传〉、〈河间传〉等，原本是文集中的文传
，〈枕中记〉、〈秦梦记〉、〈三梦记〉等，原本是文集中的记文，〈崔徽歌序〉、〈石鼎联句诗序〉、〈爱爱歌序〉是诗序，都属于文章或诗歌的范畴，而将这些作品一概称为传奇或传奇小说，显然是无视原作在文体和文类上的属性——单篇成卷（成书）的传记与单篇的文章（入集）的性质显然是不同的。至于唐代志怪小说的某些篇章，如《玄怪录》的杜子春，《续玄怪录》中的薛伟，《纂异记》中的嵩岳嫁女，《博异志》的崔玄微等，确有“篇幅曼长、记叙委曲”以及文辞华艳的特点，但也不应单独抽出来称之为传奇
。因为唐代志怪小说的全书作为条文汇集的体制形式并没有改变，它和作为单篇（卷）传记而存在的传奇是不同的文类和著述。
那么，在古小说研究中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传奇呢？传奇除了在性质上属于传记外，也可以理解为中唐兴起的一种美学风格和写作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小说和传记等文类和某些文章（包括传、记、杂录等）以及诗序发生了传奇化。将传奇理解为一种风格而不是一种新兴文类，纔能解释唐宋人为何没有把我们今天称为传奇的这些作品单独划归一个类别——既没有单独的命名（不叫传奇），也没有在目录中设置新类（要知道，宋代书目较之《隋志》、《旧唐志》新增了不少小类）。传奇既然只是一种风格，那么有发生传奇化的小说，当然也有未发生传奇化的小说。总体上看，绝大部份轶事小说均未发生传奇化。而志怪小说也并非全部传奇化了——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全书基本未传奇化的，如《独异志》、《宣室志》、《剧谈录》、《戎幕闲谈》、《杜阳杂编》、《酉阳杂俎》、《录异记》、《稽神录》等，大体上保持了古拙形态，这些小说多含有轶事的成份，表明轶事小说“抗传奇化”的能力比较强，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现象。而那些传奇化较明显的志怪小说，如《玄怪录》、《续玄怪录》、《河东记》等，其中也一些较短的条文，写法和风格与一般所谓的传奇还是两样。初盛唐与中晚唐在文化以及文学上的变化，学界已多有论述，有“中唐诗文新变”之论。古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产品，何尝没有“新变”（正如唐宋之变一样）。而这“新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奇化，另外一个是娱乐性、游戏性进入了小说观念
。在唐代小说研究中，应关注中晚唐小说的传奇化、娱乐化，探讨其与此前古小说的异同，就如同中唐诗文研究那样，而不是一味地大讲传奇之文学性，不恰当地强调传奇的重要性，以致喧宾夺主，把唐代小说史变成了一个本身并不可靠的唐代传奇史。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胡应麟的小说分类法，传奇也不能成为和志怪、轶事相并列的小说类别，因为它们的分类标准是不一样的。很明显，志怪和轶事是就内容是否涉及神异鬼怪而言，传奇则是一种风格和写法
。所以在逻辑和事实上，志怪小说可以有传奇，轶事小说同样可以有传奇。前者很常见，后者较少，但如《大唐新语》、《云溪友议》、《本事诗》等书中颇有长篇，有的视为传奇亦无不可。对于那些篇幅大多数较长且明显呈现出传奇风格的小说，如《玄怪录》、《纂异记》、《异闻集》等，称之为传奇体小说也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名称。但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传奇体小说外延较小，和今人一般所说的传奇或传奇小说不同，是不包括《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单篇（卷）传记在内的。就根本上来说，在古小说研究中，应该排除那些实质上是单篇（卷）传记的传奇作品（数量并不大），这样纔能避免古小说研究中的混乱。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研究古小说的传奇化（反而应该加强），但是一般称为传奇的那些单篇（单卷）作品，可能放在古代传记研究中更为恰当。浦江清曾说：“现代人说唐人开始有真正的小说，其实是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所以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毋宁是别派，与其说是小说的本干，毋宁说是独秀的旁枝吧。”
而章太炎更站在六朝古小说的立场上批评传奇化的唐人小说：“《太平广记》所引南朝小说，奇而近雅，怪不至缪，又无淫侈之言。……唐人小说半皆妖蛊，文既无法，歆羡荣遇之情，骄淫矜夸之态，溢于楮墨。”
章太炎的斥责也许过分，但浦江清“别派”、“旁枝”的说法应该引起重视。然而，现在学界对古代小说的研究集中在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的研究又集中在唐传奇，而且把传奇的范围大大地扩大化，已经淹没了古小说以及古代小说的真相。将传奇（传记）清理出古小说的队伍
，充分认识其作为传记的本质并限制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化，纔有利于我们对古小说自身的认识和了解。
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小说的概念和分类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也有含混的乃至错误的地方，如上举志怪小说及一些轶事小说的归类，往往在各种目录书中有所不同，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学者的小说观的差异。即便在同一人、同一目录中，也往往存在其小说观有不够严密以及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一方面是因为事实上书籍归类本身就无法做到完美，而小说观念本身的复杂性也导致了仁智之见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古人的分类尝试和相关论述置之不理，几乎是另起炉灶地构建一个小说史。至于小说的分类的方法、标准以及类名等问题，因为小说观念的变化，也不能强求在所有朝代都有一致的规定和模式。但无论怎样，根据历史实际而不是某种观念来研究古代小说，应该是我们提倡和追求的学术路向。
三、古小说之文类特征
文类是指表现为书籍形态的成卷成册的著述，不同于表现于口头或其他载体的作品，也不同于单篇的诗文作品，它们要待结集后方成为一种文类——别集或全集。对应于古代目录学，每一种目录类别都可以称作一种文类。古小说之文类特征，概括而言有五点：一是使用文言，二是丛集短文，三是风格文雅，四是实录精神，五是作者大多是贵族名士或官高位显之人。
古小说采用文言作为写作语言，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文言几乎是唯一的文本写作的语言。晚唐五代以后，才出现了含有白话成份的写作，主要是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敦煌遗书中的几部作品是否可以算作小说，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就目前存留的文本而言，汉唐时代的小说绝大部份是用文言写作的，换句话说，古小说是一种文言写作，这毫无疑义。顺便指出，在中国古代小说里，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实质上是两个差别极大的系统
，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疏远。文言小说与史书、子书、诗词、文赋、类书等文类和著述的关系，其密切程度远超过它与通俗（白话）小说的关系。而通俗小说与变文、弹词、戏曲、说书之间关系，其密切程度也远超过其与文言小说的关系。这是文言小说（尤其是古小说）和通俗小说本身的雅俗之分决定的。
古小说作为一种文类（著述），是丛集汇合多条简短的文字（篇章）而成的，也就是常说的“丛残小语”的意思。古小说的写作原本只是将撰者的见闻记录下来，并不刻意地进行铺叙和渲染，更不会有意地虚构，因此在结构和篇幅上一般是多则短小条文的汇集，而不是一篇或多篇幅曼长的传记——这在今天一般被称作传奇。当然，唐代志怪小说中常见有长篇之作，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传奇化。在唐前小说以及唐代轶事小说中，也有篇幅较长的段落（长短也是相对的），但是就总体而言，古小说之书是短篇条文的汇集，而这正是它区别于其他著述和文类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他著述，如传记一般较长，其中传以一人或多人为传主来撰写，记则多为叙一事之始末。又如正史，由纪、传、表、志等构成。别集，是作家各体诗文的汇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霍小玉传》等以单卷书籍的形态呈现的传记，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文类。
古小说是一种雅文学，具有雅洁简古、从容平淡的风格特点。汉唐古小说均用文言写作，而作者大部份是贵族、名士，其中有名的官僚士夫、文人学者很多，这决定了他们的古小说写作从文字到风格上必然是文雅的而非俚俗的。傅礼军曾将中国小说分为四个部份：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现代文学小说、现代通俗小说，有各自独立的小说传统。他指出文言小说是士大夫高雅文化的一部分，并论及其消闲的性质：
虽然文言小说的性质和功能非常地多样化，但作者对待文言小说写作的态度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把它看做是一种消闲手段。被士大夫认为严肃正经的著述是注释儒家经典、撰写史书或诗文。在从事严肃正经著述之外的余暇时间，他们通过撰写文言小说来消磨时光。文言小说是一种自娱娱人的著述。文言小说读者的看法与作者相同。文言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认为，从撰写或阅读文言小说中不仅可以得到精神愉悦，而且还可以增添新鲜知识，开阔眼界，掌握丰富有趣的材料用来与人聊天。在他们看来，撰写或阅读文言小说是一种比下棋更为有益的娱乐活动。……
文言小说在高雅文化中地位很低，作者和读者都以消闲的态度来对待它，因此它成为高稚文化中最自由随意的一种著述形式。由于文言小说不被士大夫视为正经著作，所以作者的笔调显得轻松、潇洒，不像其他高雅文化著作那样沉重、矜持。由于文言小说不被士大夫视为文学，作者也就不像撰写诗文那样刻意雕饰文字。总之，文言小说是士大夫能够最大程度地摆脱规范而自由轻松地写作的一种作品。当然，由于文言小说是在士大夫之间交流的文本，它在表现手法上仍然具有士大夫写作的一般特征。与白话小说相比，文言小说的典型风格是简洁、含蓄，而白话小说的典型风格则是铺陈、直露。

我在《汉唐小说观念论稿》中也曾说过：“总体来说，古代的文言小说和诗文一样，其作者和读者多是文人学者，故常具有文人雅趣，而白话小说的读者则多是普通民众，故时时流露出通俗文学和市民文学的气息。”
文言小说中透露出来的文人雅趣是值得关注的。章太炎说南朝小说“奇而近雅”，这四个字很好地概括了唐前小说以及部份唐代小说的特征。如果要选取范本和标准，那么《搜神记》、《幽明录》、《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可以作为唐前小说的代表，《酉阳杂俎》、《宣室志》、《隋唐嘉话》、《国史补》可以作为唐代小说的代表，考虑到中唐以后小说传奇化的事实，则《玄怪录》、《续玄怪录》、《异闻集》等也可算作唐代小说的代表。
古小说的实录精神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个事实，因为今人受西方小说观念影响，乃以虚构为小说之能事，常从此角度去看待和阐释古代小说，可谓是南辕北辙。古小说之写作，大多只是出于记录见闻之需要，原本无意编造或虚构。即便志怪小说也是如此，正如鲁迅论六朝志怪：“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唐前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世说新语》，即是出于编纂而非创造。唐代小说虽有传奇化倾向，“施之藻绘，扩其波澜”，但大体上仍不离记述见闻。唐代小说多以“见闻”之类的词语命名，如《封氏闻见记》、《王氏见闻录》、《唐末见闻录》、《皮氏见闻录》、《纪闻》、《纪闻谭》等，即已表明作者的写作态度。而在唐代小说的作者自序中也时时可见这样的意思，如《国史补》自序云“因见闻而备故实”，《大唐传载》自序云“传其所闻而载之”，《开天传信记》自序云“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卓异记》自序云“随所闻见，杂载其事”。《唐阙史》、《剧谈录》多载怪异之事，但前书自序称“预闻长者之论”，后书自序也称“新见异闻，常思纪述”，均表明了记录见闻的写作态度。至于《刘宾客佳话录》、《戎幕闲谈》、《常侍言旨》、《尚书故实》、《贾氏谈录》等更是记载他人之语而成书的。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记玄宗时事，书前自序交待此书的故事来由十分清楚，其传承是：高力士——柳芳——柳冕——李吉甫——李德裕，且载柳冕之说云：“彼（指高力士）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书中第一条记元献皇后孕肃宗异事，其篇末云：“芳本张说所引，说尝自陈述，与力士词协也。”说明柳芳过去曾从张说处听过此事，又闻于高力士而“词协”，可见记录态度十分严肃，而此事亦载于两《唐书》的〈玄宗元献皇后传〉。这样的小说写作（其实是记述），哪里和所谓的虚构沾的上边呢？至于小说的内容失实，一般是流传的问题，而非有意虚构造成的。今人或将古小说不重虚构之事归于受史官传统之影响，且由此展开批评，其实无论何种著述，汉唐人乃至宋人皆以摭实为要。道理很简单，古人并无现代人的创作和虚构之观念，如有虚构，就是造假、作伪和说谎，这在古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观念。古人写作观念中与虚构近似的有两种，一是谐戏，一是寓言，二者往往相通。从袁淑俳谐文到韩愈〈毛颖传〉是谐戏，从〈大人先生传〉、〈桃花源记〉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河间传〉、〈李赤传〉是寓言。鲁迅曾说：“但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不过他不用于小说，这类文章，那时也不谓之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
凭空的想象，并不是古小说的写作方法，捃摭事实，记述见闻，纔是古小说的一般原则。至于唐人小说中的《补江总白猿传》和《周秦行记》、《牛羊日历》等，出于政争，编造事实，所以纔隐讳题名或托名他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虚构”本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顺便说到，关于唐人“有意为小说”的问题和唐传奇中的虚构情况，恐怕要重新思考，至少，过去所谓传奇中的虚构是要大打折扣的。到是宋代和明代出现的伪典小说，伪造杜撰故实、代名，纔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虚构”
，不过这和今人所说虚构又显然不同。总之，小说是摭实之作，记述见闻之作，如果不是这样，那古人编纂史书采取小说，今人研究也常采用小说记载，岂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由于汉唐时代的文化总体来说是上层的贵族的文化，古小说的作者也大多是上层人物，从帝王将相至公卿名臣、诗人文士都有。而且和目前普遍的误解不同的是，当时人一般并不以写作小说为耻，反而是乐于从事此事的。六朝志怪如《列异传》、《搜神记》、《宣验记》、《幽明录》、《研神记》、《续齐谐记》、《冤魂志》等，时人视为鬼神杂传者，均出帝王或名家之手。六朝轶事小说如《世说新语》、《小说》（殷芸）、《琐语》（颜协）、《辩林》（萧贲或萧绎）等，也是名人撰作的显例。唐代同样如此，作者中曾为宰相的有王方庆、苏瓌、狄仁杰、姚崇、郑余庆、牛僧孺、李德裕、陆希声、卢光启，曾为史官的有张大素、张询古、刘餗、张荐、柳玭等，著名诗人文人有张鷟、卢僎、吴筠、元结、陆羽、窦常、张又新、李肇、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卢肇、陆龟蒙、皇甫松、毛文锡、皮光业、王仁裕、孙光宪等，学者有封演、柳珵、李匡乂、李涪、苏鹗、杜光庭、丘光庭、朱遵度、文谷等。当然，唐代中后期由于文化逐渐普及，也有相当数量的小说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如作者不详的《史遗》、《传载》、《玉泉子》、《原化记》等，而《云溪友议》、《幽闲鼓吹》、《纂异记》、《异闻集》、《南楚新闻》等书的作者，生平记载很少，地位恐怕也不高。但总体来说，汉唐小说的作者多是位高名著之人，这和元明以后通俗小说多出自下层文人以及书贾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四、古小说之研究方向
古小说名义和界限的确立以及相关理论的提出，不仅对于汉唐小说以及文言小说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反思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也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重视通俗小说、白话小说，很大程度上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抬高白话贬低文言有关。而在文言小说研究中重传奇、志怪，轻轶事和笔记，则与西方小说观念有关，因为传奇看起来更像“小说”，更符合今人的口味。古人轻视白话小说和传奇，在书目中常常不给予地位，清编《全唐文》收唐人文章，亦将传奇剔除
，而今人一切相反，在对古代小说的认识上完全颠倒过来，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古人轻视白话小说和传奇的态度固然有失偏颇（事实上明清也有不少学者重视白话小说），但今人以一种几乎处处与古人相反的观念建立的小说史，不也是一种误解和扭曲吗？今人谈小说言必称四大名著，而古人赞不绝口的《世说新语》几乎隐蔽于其光芒之下。今人谈唐代小说言必称传奇，而古人盛道的《酉阳杂俎》则评价不高，甚或近于遗忘。这恐怕不能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本来面目吧！再以百年来的明清文学研究而论，也是通俗小说和戏曲占据了极大比重，今人书写的明清文学史差不多变成了明清小说史加明清戏曲史，这也忽略了明清诗词文赋等原本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演变和成就。在中国文学的各领域中，恐怕没有哪个领域发生了像小说研究和评价这样的近于一百八十度的倒转之事。
古小说研究，倡导根据小说在历史上实际的演变来认识不同时期小说，了解不同时期的小说的观念、风格、特性等，而不是用一个先入为主的僵化的观念或标准去圈定一个范围然后再衡量评判它们。学界一般也认可对于唐前和唐代小说的范围采取从宽的原则，本文之提倡和强调古小说研究，也是意在先从汉唐古小说研究入手，认真对待古人所认定的小说，研究古小说的特征、类型、体式以及演变规律等问题。由此再将研究延伸到宋代，探寻宋人小说观念以及作品本身的变化，并对通俗小说与古小说以及文言小说之关系、通俗小说在古代小说中的定位等问题作重新的审视。总之，古小说研究倡导一种还原和贴近历史的小说研究。那么具体来说，这样的研究应如何进行和展开呢？我以为就汉唐古小说而言，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进行研究。
一，小说作品的范围，或者说，哪些作品或文类可以算作小说。古小说的范围界限在大的原则上已经确立，但具体到某一部作品、某一种文类是否应归属于小说，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应该综合书目著录、古人的小说观念、作者自序、古人评述等因素来确定。前文对此已有所论述。又如《穆天子传》、《列仙传》、《汉武内传》等，我以为不应归于小说，应归于杂传（传记）。《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收入小说家也不恰当。是否如此，还可以进行讨论。
二、小说的文献研究。这包括作者、时代、著录、存佚、辨伪等文献方面的基础研究。可能有学者以为这一时段的小说文献不多，文献问题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其实大谬不然。虽然程毅中、李剑国、王国良、周勋初等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十分卓著的成果，但还有大量小说文献未得到清理。且不说仍然有一些作品的时代、作者、真伪、存佚等方面存在争议和悬疑，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就是比较确定的小说，很多目前还没有较为可靠的整理本或辑校本。仅从鲁迅《古小说钩沉》一书至今仍无法被取代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古小说文献整理是如何地欠缺了。古小说由于距离今日的时间长远，亡佚残损严重，大部份又经过宋人和明人的窜乱，文献问题多而复杂，加之今人重视不够，致使长期以来古小说文献研究和整理进展缓慢。《玄怪录》、《续玄怪录》程毅中曾两次整理出版点校本，《搜神记》、《搜神后记》近年李剑国推出了新辑本，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古小说文献整理方面的重大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古小说文献整理之不易和不足。而且，在古小说文献研究中也存不平衡的问题，相比志怪、传奇目前已有李剑国等学者打下坚实基础来说，轶事小说的文献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好的整理本更少。再以辨伪而论。当年鲁迅、汪辟疆都曾指出明人窜乱小说的事实，明清丛书中很多汉唐小说和宋人小说是不可信用的，但是除程毅中、李剑国在志怪、传奇方面做过较细致的清理外，几乎没有人去理会同样是作伪“重灾区”的轶事小说。现在可看到的古小说，除了极个别单行本外，基本上是靠宋代的《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以及明清时的原本《说郛》（涵芬楼本）、重编《说郛》、《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丛书保存下来，而这几部大书和丛书的研究至今不多，重编《说郛》等丛书中大量的伪小说也还没有被发现、被清理。这些都是亟待研究并解决的基础文献问题。又如小说文献和史书文献的关系，宋人诗话、诗注中的小说文献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小说的文类特性和著述体制。深入探讨小说与传记、杂史、故事、杂家、类书、艺术（杂艺）、文史（诗文评）、地理、谱录、时令（岁时）等目录类别的异同以及相互关系，确立其文类特性和体制。这一研究与古代目录学相通，应发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和方法，探求小说文类的源流演变。胡应麟曾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启〕《本事》、[庐]〔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必备见简编，穷究底里，庶几得之。”
小说确实是“最易混淆”的一种文类，这是主要由于小说一词同时兼具广义的概念（小道不经之说）造成的。我们应该努力辨析不同时代的文类小说的特性、体制以及界限范围。
顺便谈到，从古代目录学以及文类（著述）体制的角度，也可以认清传奇的性质。在唐代，《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是作为单卷的传记而写作和流传的，并非是作为单篇文章的传和记而写作的（将收入别集）。换句话说，《霍小玉传》是一部传记（杂传），而不是一篇文章性的传，即文传。为什么这样说呢？只要看《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二至七百九十六所收的三十四篇传，就知道唐宋人认可的文传是什么样的了。比较中唐韩愈、柳宗元、李华等人所写的传，就可以设想，蒋防、元稹、李公佐等人在写传的时候，多少应抱有这样的念头——这篇东西是沿着前人杂传的路子下来的，将来不会收入自己的别集。古代书目的原则是不收录单篇诗文作品，只收成卷（哪怕只有一卷）的作品（文类）。但是，《霍小玉传》等既然是单独成卷的传记，为何极少见载于宋代书目（包括杂传或传记类）呢？我认为其原因除了因目录学家的轻视和偏见而排斥外，可能也和收藏家、目录学家当时并未见到单独流传的书卷有关。考虑到《异闻集》、《太平广记》、《丽情集》等书中已经收录了较多的传奇（杂传记），它们被单独抄写、刻印的可能其实很小。所以这样的作品虽然原本是单卷的杂传记，也无法进入宋元书目中了。
四、小说与其他著述（文类）的关系。作为古代文人精神活动的产物，小说必然与其他著述如诗歌、文章、诗话、笔记、史书编纂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小说与诗歌的关系，不只是目前研究已经注意到的小说中的“诗笔”问题，以及小说中诗歌的成就和功能等，还应关注诗文中使用小说典故、隐括小说故事等情况。宋人好取小说事实入诗文，如苏轼用“小说僻事”、“故实小说”入诗
，黄庭坚、陈师道“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
，这些都值得古代小说研究者关注。这些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小说的文类特性和著述体制，还可以让我们对小说在古人写作中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有更清晰的认识，也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古人精神生活的认知。此外，小说在史书编纂时被采用，在学者考证史实时被引用（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在古人注释诗文时被引证，也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五、小说的体式。小说虽然大致上是丛集短文的形式，但还可以存在或划分出多种体式，划分标准也可以多样，如我们熟悉的世说体、传奇体、笔记体等。但要强调的是，不应把传奇体、笔记体的外延扩大。有人将古代小说作笔记和传奇的二分法，然后将“笔记小说”追溯到《列异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由此建立一个内容庞杂的笔记小说史，并不恰当。除上述诸体外，我在唐代小说研究中，还提出了类书体、诗话体、杂钞体、谐谑体、谱录体、名录体、事始物原体等体式名称。有的小说采用了分门分类的形式，可以称为类书体，如《搜神记》、《博物志》、《世说新语》、《类林》、《封氏闻见记》、《朝野佥载》、《说纂》、《酉阳杂俎》等均是。鲁迅就说过《酉阳杂俎》“以类相聚，有如类书”
。至于宋代的《太平广记》、《分门古今类事》等就更不用说了。宋代诗话的前身，如《本事诗》、《抒情集》、《云溪友议》、《鉴诫录》等，可称为诗话体。体式可以交叉和兼有，如世说体小说都有分门，所以《五代新说》、《续世说新书》、《大唐新语》属于世说体，也可视作类书体。《本事诗》、《续本事诗》分七类，也可以算作类书体。事始物原体是记载事物原始和起源的书，其实唐前小说中的已多有这样的条文，如《搜神记》韩凭夫妇故事中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搜神后记》白水素女故事提到“今道中素女祠”的起源，《录异传》欧明如愿故事记载了当时元旦捶粪风俗的起源，《殷芸小说》中有“足下”之名以及正旦放双鸠之俗等起源。后来梁谢吴有《物始》，北魏刘懋有《物祖》，已成专书。唐代此体的代表作是刘孝孙《事始》、赵自勔《造化权舆》以及五代蜀冯鉴的《续事始》。这类书也往往采用类书体。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
六、重新建构小说史。由于长期以来采用西方小说的标准和观念，古小说史以及整个古代小说史的建构基本上是不符合古代实际的，或者说是不符合古人的小说观念的。而在评论具体小说作品时，学界也惯于运用西方小说理论中的评判标准和术语，这显然也是一种圆凿方枘。所以在当今各种中国小说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不称为小说的文类，或古人较为轻视的作品，今人大讲特讲，古人誉之甚高的小说，今人则轻视之忽略之。因此，在按照古人小说观念切实认识了解古代小说的基础之上，重新建立古小说史乃至整个古代小说史，既是研究者的艰巨任务，也是一个前景广阔的研究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谈到古小说研究可以进行的六个方向，并不意味着仅有这些方向可作，这不过是我结合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提出的一些初步的想法罢了。
总而言之，本文为古小说确立名义并划定界限，除了意在指出汉唐小说与宋元小说不同这一明显事实，以及提出对汉唐小说应作整体的关照并提供作为文言小说研究的理论参照外，也是借此呼吁，应将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建立在尊重古人小说观念的基础之上，并期盼更多的学者投入到汉唐古小说以及其他文言小说的研究领域中来。相比通俗小说而言，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十分欠缺，即便有也是集中在传奇和《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几部文言小说身上。学界对此早有认识和反思，但多年来基本没什么改变。如果我们回复到古人的小说观念，目前这种研究的不平衡格局也许有打破的希望吧！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五代轶事小说研究”（编号10CZW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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